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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心理学印证

——道德情绪的表征及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机理

王云强 *
a

［摘　要］  理性主义伦理学强调理性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理论为其提供

了坚实的心理学依据。情感主义伦理学突出情感的动机力量，而当前的道德情绪研究能够对此充分证

实。道德情绪指的是在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道德评价时产生的一种复合情绪，能够影响道德行为的产生

和改变。自豪、内疚、移情和钦佩等道德情绪不仅能够激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而且与反社会行为呈显

著负相关。羞耻和愤怒等道德情绪容易引发个体的不良行为或反社会行为。今后的道德情绪研究应

注重探究文化在道德情绪中的作用、道德情绪的认知神经机制、集体道德情绪、道德情绪的实践应用和

哲学思考等。

［关键词］  情感主义伦理学；道德情绪；自我意识情绪；他人指向道德情绪；道德行为

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是探讨道德动机问题的两条基本思路。以科尔伯格为代表的道德认知理论

受康德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强调道德行为的力量来自道德认知或道德判断，认为成熟的道德认知

是成熟的道德行为的前提条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情绪的道德动机力量，在

道德情绪领域开展了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为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提供了强力支持。本文拟结合新

近研究，对道德情绪的概念、特点及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等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 道德情绪的概念与种类

较早对道德情绪进行探讨的是 Hoffman 和 Eisenberg。在 Hoffman（2000）看来，情绪之所以成为道

德动机的主要力量，是因为移情等情绪能够把“冷的”说教情境下习得的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化为亲社

会的“热”认知。Eisenberg（2000）把内疚、羞耻和移情等在道德行为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情绪称作道

德情绪。Haidt（2003a）曾对道德情绪的含义、类型等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道德情绪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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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个社会或者至少个体的利益或幸福有关的情绪。道德情绪具有两个重要成分：无私的诱发因素和

亲社会行为倾向。个体违背道德规范时产生的情绪或遵守道德规范时所产生的情绪都可被称为道德

情绪。周详等人（2007）指出，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

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概而言之，道德情绪指的是在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道德评价时产生的、影响道

德行为产生或改变的一种复合情绪。

道德情绪存在多种分类方法。Eisenberg（2000）认为，道德情绪主要有两类：一是自我意识的道

德情绪，包括内疚和羞耻；二是移情。Haidt（2003a）则把道德情绪分为四类：谴责别人的情绪（包

括蔑视、愤怒和厌恶、愤慨和憎恨等）、自我意识的情绪、他人痛苦指向的情绪和赞赏他人的情绪。

Tangney 等（2007）把道德情绪分为自我意识情绪、他人指向的道德情绪和移情三大类。Rudolph 等

（2013）根据情绪的指向对象，把道德情绪区分为道德行动者情绪和道德观察者情绪。

当然，道德情绪在性质上有正性和负性之分。因此，综合上述研究，可以按照情绪指向（自己和他

人）和情绪性质（正性和负性）把道德情绪分为四类：正性自我意识情绪、负性自我意识情绪、正性他

人指向道德情绪和负性他人指向道德情绪。

二、 自我意识情绪及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自我意识情绪的思想最早可见于达尔文的名著《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直到20世纪90年代，

自我意识情绪研究才正式开启。自我意识情绪是一种以自我参照行为的出现为前提，并通过自我觉

察、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而产生的情绪，它在我们的情绪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

（一）  自豪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自豪（pride）是常常被人忽视的正性道德情绪。Mascolo 和 Fischer（1995）认为，自豪源自这样一

种评价，即个人应该为某一社会价值结果或者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而负责。自豪在人类生活中

的重要作用是：为了增强或维持个体在社会层级中的地位而提升思维、深化感受和促进行为。这种作

用至少有以下三条路径：因成就而体验到的自豪能够激发对未来成就的追求；自豪具有信息功能，易

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自豪的非言语表情会被识别为高社会地位的信号，而且具有跨文化性

（Shariff，Zhao & Henrich，2013）。

自豪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自大的自豪（hubris pride）或α自豪，另一种是真正的自豪或β自

豪。从产生来看，自大的自豪来自于内部的、整体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自我归因（例如，我成功

是因为我伟大），个体肯定的是整体自我；而真正的自豪来自于内部的、具体的、不稳定和可控的

归因（例如，我成功是因为我进行了大量的练习），个体肯定的是自我某方面的具体行为（Tracy & 

Prehn，2012）。

自大的自豪与真正的自豪能够引发不同的社会行为，具有迥异的道德价值。总体而言，自大的

自豪与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而真正的自豪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自大的自豪能够引

发自恋性的攻击、敌意、人际问题和其他自我破坏性的行为；真正的自豪可以激发成就领域的积极

行为、亲社会行为和真正深刻的自尊感（Williams & DeSteno，2008）。自大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个

体更有可能表现出行为冲动，更有可能体验到长期的焦虑，更有可能实施攻击、敌意和其他各类反

社会的不当行为（例如，吸毒和轻度犯罪）；真正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低水平的

抑郁、特质焦虑、社交恐怖、攻击、敌意和拒绝敏感度，以及高水平的自我控制、目标参与、关系满意

度、婚姻适应性和社会支持（Carver，Sinclair & Johns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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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疚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对内疚（guilt）的心理学研究由来已久。弗洛伊德认为，内疚是在幼年时受到父母惩罚或遭到抛

弃后所引发的焦虑状态，儿童把指向父母的敌意转向内部并体验为内疚感。罗洛·梅将内疚等同于焦

虑，认为它是人的基本存在。Hoffman（2000）提出了基于移情的内疚理论，将内疚界定为一种轻视、

厌恶自己的痛苦体验，通常伴有迫切、紧张和后悔。他主张，除违规内疚外，还存在虚拟内疚，即尽管

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或所作所为并没有违犯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如果他们以为

自己做了错事或与他人所受到的伤害有间接关系，也会感到内疚。

内疚具有重要的道德动机功能，能够促使个体认可自己的道德责任，并采取补偿行为。

Tangney 和 Dearing（2002）的一个研究表明，处于少年期的易于体验到内疚的五年级学生，更不可

能被拘留、判刑和监禁。他们更有可能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更不可能吸毒。当控制了家庭经济收入

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研究还显示，内疚易感性与青少年犯罪存在显著负相

关，内疚易感性高的大学生更不可能吸毒和酗酒。即使对于那些已经患有危险行为的成人，内疚易

感性似乎能够发挥保护作用。一项对监狱囚犯的纵向研究发现，入狱后不久评定的内疚易感性能

够显著反向预测获释后第一年的再次犯罪和药物成瘾（Tangney，Mashek & Stuewig，2007）。

当然，内疚也有可能导致不良适应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当人们对超出自我控制的事件产生过度的

或扭曲的责任感时，内疚就容易引发不良适应行为。Nelissen 和 Zeelenberg（2009）的研究发现，当没

有机会实施补偿行为时，内疚易于引发自我否认和自我惩罚。因此，只有当人们为自己的过错承担适

当的责任，承认自己的失败和违规，并且利用情绪的动机力量来形成和实施与违规程度相符的补偿行

为时，内疚才具有最佳道德动机功能。

（三）  羞耻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羞耻（shame）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主题。羞耻是一种基

于对整体自我的消极评价的，伴随有渺小感、无价值感、无力感的痛苦的自我意识情绪（Tangney & 

Tracy，2012）。当个体对诱发事件进行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整体的自我归因时会产生羞耻，而

当个体对此进行不稳定的、特定方面的自我归因则会引发内疚，但诱因事件一定与无法实现自我认同

的目标有关。

研究表明，羞耻容易引发许多适应不良行为或反社会行为。很多研究表明，在面对失败或违规

时，羞耻常会激发个体的拒绝、隐藏或逃避行为；经诱发感受到羞耻的被试会表现出更少的移情和观

点采择（Yang，Yang & Chiou，2010）；羞耻易感性与愤怒、敌意和指责他人、直接的身体或语言攻击、

间接攻击（损害对他人重要的事情、背后议论他人）、替代性攻击、自我攻击呈显著正相关（Farmer & 

Andrews，2009）。

但是，也有研究并未发现羞耻对犯罪等反社会行为的预测效应（Robbins，Robert，Strayer & 

Koopman，2007）。甚至有研究者提出，羞耻具有积极的社会适应价值。

（四）  尴尬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尴尬（embarrassment）是在公共社会窘境中产生的一种屈辱、羞耻和懊恼的厌恶状态（Miller，

1995）。当个体违背了社会习俗规则，或者是因为事件或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时，会体验到尴尬情绪。

与内疚和羞耻相比，尴尬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要相对弱些。例如，成人对引发个人内疚、羞耻和尴

尬事件的评定显示，他们在感到尴尬时比感到内疚和羞耻时更不可能考虑道德问题（Tangney，Miller，

Flicker & Barlow，1996）。内疚和羞耻源于较为严重的失败或对道德规范或道德准则的侵犯，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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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对社会常规的轻微侵犯或失礼。尴尬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易于尴尬的被试倾向于高度意识到并

看重社会规范和标准。有研究表明，与适应良好的男孩相比，有攻击性的过失男孩表现出更少的尴尬

（Tangney & Tracy，2012）。

三、 他人指向道德情绪及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自我意识情绪源自根据道德标准对自我进行的审视和评价，而他人指向道德情绪产生于对他人行

为的道德评价。移情、钦佩和感激等正性他人指向情绪，以及愤怒和蔑视等负性他人指向情绪在道德

活动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

（一）  移情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移情（empathy，也译为共情）是至今探讨最多的道德情绪。对移情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英国著

名哲学家亚当·斯密。Hoffman（2000）认为，移情是对知觉到他人情绪体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情

绪反应，或者是由于从他人的立场出发对他人内在的状态的认知而产生的一种对他人的情绪体验；

Eisenberg 等（2006）提出，移情是一种与他人的感受相同或相近的情绪性反应，这种情绪性反应来自

对他人的情绪状态或情境的认知。概而言之，移情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情绪反应能力，是既能分享他人

情感、对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又能客观理解、分析他人情感的能力。

移情是一种重要的亲社会动机，能够引发个体的助人等亲社会行为。McMahon 等（2006）的研

究表明，移情水平高的青少年报告出了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且这一效应在女性群体上尤其显著。

Marsh 和 Ambady（2007）研究发现，被试对恐惧面部表情的辨别准确度和随后的助人行为呈正相关，

这表明对他人痛苦的觉知同亲社会行为紧密关联。个体的内隐助人倾向与移情能力显著相关，高移

情个体具有内隐助人倾向，而低移情个体的内隐助人倾向不明显（程德华、杨治良，2009）。此外，移

情还会在亲社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李晓明等（2012）发现，移情反应在道德强

度对企业道德决策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个体的道德强度越高，其移情反应也越高，最

终也会做出更加合乎道德的决策。

移情与攻击等反社会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许多研究发现，低的认知移情与攻击行为存在高度正

相关；破坏性行为障碍男孩的移情得分偏低、表现出情感移情缺陷；低水平移情能力是青少年欺负、攻

击行为的危险因素（Gini & Albiero，2007）；冷漠—非情绪性特质高的儿童表现出最低的情绪移情和

最高的直接欺负行为（Munoz，Qualter & Padgett，2011）。

当然，也有研究对移情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Einolf（2008）的大样本数据分析

显示，14种亲社会行为中与移情性关注存在真正显著相关的只有3种，而且都是非正式的助人行为、

且需要受助者必须在施助者面前。同样，亦有研究并不支持移情与攻击、欺负等行为之间的显著负

相关关系（Batanova & Loukas，2011）。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考察移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

复杂关系。

（二）  钦佩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钦佩（admiration）是在观察到他人的道德的、值得赞扬的和非凡的行为时产生的积极情绪。它也

可被理解为对优秀他人或榜样的一种高度的喜欢和尊敬（Becker & Luthar，2007）。Haidt（2003b）通

过让被试回忆“人性‘高尚’或‘善良’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对钦佩进行现象学考察。结果表明，随着

注意力转向外部，那些报告内心感到温暖、愉快和刺痛的被试，会感到对他人是坦诚公开的，受到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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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帮助他人和超越自我。钦佩的典型成分是欣赏和鼓舞。

钦佩可分为美德钦佩和能力钦佩感（Immordino-Yang，McColl，Damasioa & Damasio，2009）。美

德钦佩是当人们看到他人意想不到的美德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种温暖的、向上提升的情绪。研究表

明，美德钦佩感则会激发亲社会动机和行为。Vianelloa 等（2010）采用实验法和问卷法调查了公司

员工、医院护士和学前教育教师，结果发现领导者的自我牺牲和人际公平等美德行为影响着下属的

钦佩感，进而影响下属的组织承诺和组织身份行为，比如利他、礼貌和服从。

（三）  感激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感激（gratitude，也译为感恩、感戴等）也是一种他人指向的积极道德情绪。对他人的仁慈善举的

反应容易引发人们的感激。也就是说，当人们是他人好处的受惠者，尤其是那些好处是预料之外的或

者施惠者为此付出代价时，感激就会产生。感激不同于负债感（indebtedness），前者是一种愉快的情绪

状态，后者是与义务相连的一种消极情绪状态。

McCullough等（2001）提出，感激的道德性质体现在两个方面：①感激产生于施惠者的道德行为

（例如，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等）；②感激引发受惠者随后的道德动机。研究显示，感激者常常受到激

发而做出亲社会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是针对其施惠者，而且还针对与感激事件无关的其他人。而且，

感激的表达可被看作道德强化物，能够激发施惠者未来的助人行为。总之，感激的道德功能可概括为

三点：道德计量功能、道德动机功能和道德强化功能。此外，感激具有重要的心理成长功能。一系列

研究显示，感激能够增强心理韧性、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的质量。无论是特质性感激还是情境性感

激，均与非临床被试（Frederickson，Tugade，Waugh & Larkin，2003）的心理幸福感和适应性行为密切

相连。

（四）  愤怒和蔑视及其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愤怒（anger）虽然是行为的动机力量之一，但是其动机方向具有不确定性。既与趋近动机有关，

又与回避动机相连；愤怒与趋近动机的关系具有优先性与一般性，而愤怒与回避动机的关系则是有条

件的、受情境制约（杜蕾，2012）。众所周知，愤怒与个体的攻击行为关联密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

愤怒的类别之一，义愤具有一定的道德功能。一般愤怒的重点是对真实的或潜在的自我伤害的知觉以

及对冒犯的他人的意图和/或责任的归因。而义愤源于这样一类事件：一个人不必亲自体验到伤害，却

目睹见证了针对第三方的道德过失行为。Rozin 等（1999）的研究显示，对自律道德的违反特别容易

引发义愤，进而能够激发第三方旁观者采取行动来补偿所看到的不公平。此外，蔑视与道德行为也有

一定的关联。研究发现，蔑视与对群体道德的违反（例如，对社会阶层的违背）有关（Rozin，Lowery，

Imada & Haidt，1999）。

四、 总结与展望

随着研究的不断积累，人们已经对道德情绪的概念、特点及其对道德行为的作用等问题有了较为

深入、系统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适当性。为进一步推动今后的道德情绪研

究，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努力。

1.  文化对道德情绪的影响。当前的道德情绪研究的许多成果主要基于西方文化，而中国文化与

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西方文化属于个体主义文化，中国文化属于集体主义文化。Scollon 等

（2005）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中自豪是一种相对负性的情绪，体验到自豪的个体同时也更多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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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焦虑和内疚等负性情绪。此外，中国人的自豪不仅仅基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而且常常来源于对

集体价值的认同。因此，很有必要对文化因素在道德情绪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究，才能揭示中国人的

道德情绪特点。

2.  道德情绪的神经机制。已有研究对道德情绪的神经机制进行了考察，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

比如，与理解他人的想法相比，认知移情更强地激活了左侧的腹内侧前额叶；情感移情有可能是前

脑岛、扣带回和镜像神经系统等脑区相互作用的结果（Raz，Jacob，Gonen，Winetraub，Flash，Soreq & 

Hendler，2013）。但是目前相关的神经机制研究主要在移情、内疚和钦佩等少数道德情绪上，需要更

多的研究来探明其他道德情绪的脑机制。

3.  集体道德情绪。集体道德情绪指的是在道德领域中产生的集体情绪，是大多数成员因集体

中他人的行为是否违背道德而产生的情绪；它既指发生在集体中的道德情绪，也指因为道德事件

而诱发的集体情绪（刘晓洁、李丹，2011）。虽然有研究开始对集体内疚、集体羞耻进行探讨，但是

仍处于起步阶段，应该加强集体情绪的发生机制、对群体和个体行为的影响及跨文化比较等方面

的研究。

4.  道德情绪的实践应用。在持续推进道德情绪的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该注重相关成果的实践应

用。例如，如何通过提高社会成员的移情、自豪等正性社会情绪来增进其道德行为？如何通过激发社

会成员适当的内疚、义愤来抑制其不道德行为？如何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培养学生的道德情绪？

5.  道德情绪的哲学思考。科尔伯格基于理性主义，提出了道德发展的心理学理论，进而开展

道德教育实践，最后又归于哲学反思。这对于当前的道德情绪研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道德情绪

的哲学思考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情绪与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关系，包括道德情绪研究的具

体哲学假设、道德情绪研究又是如何支持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二是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即如何

根据已有的道德认知、道德情绪的研究成果来整合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进而准确阐明道德的心理

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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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Proof of Emotionalist Ethics：Representation of Moral 
Emotions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 Behavior

WANG Yun-qiang

Abstract：Rationalist ethics emphasizes the role of reason in moral behavior，and Kohlberg’s moral cognitive 
theory has provided solid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it. Emotionalist ethics stresses the motivational power of 
emotion，and current studies on moral emotion have confirmed this viewpoint. Moral emotions are many kinds 
of mixed emotion as a result of moral evaluation about self and other which can influence the generation and 
change of moral behavior. Pride，guilt，empathy and admiration can motivate individual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correlate negatively with antisocial behaviors significantly. Shame and anger are apt to cause misbehavior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Future research on moral emo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role of culture in moral 
emotion，neurological mechanism of moral emotion，collective moral emotion，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moral emotion.
Key words：emotionalist ethics；moral emotion；self-conscious emotion；other-focused moral emotion；

moral behavior


